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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真性的困惑：汶川地震后北川羌族的
文化展演和身份焦虑

邱　月

　　摘　要：５．１２汶川大地震至今十余年间，受灾地区从物质生活、社会关系到地方文化都经
历了一系列变迁和重构。北川地处民族交融地区，民众的文化身份从明清到民国都相对模糊，
在民族识别后的六十余年中，北川民众在羌族认同越来越清晰的同时又因为其羌族文化的薄弱
而感到焦虑。震后北川所获得的资源和关注让当地文化精英有机会重塑地方文化形态。聚焦
北川羌族自治县异地重建后的新北川县城，将羌族萨朗舞蹈置入文化展演的框架中，可以考察
北川民众在灾后所展现的身份焦虑和文化需求。地方文化展演群体对萨朗本真性的争论背后
呈现的是对羌族身份本真性的需求和协商，而观察者在讨论文化本真性的时候，也应该从地方
文化脉络和主体性出发来看待文化旅游中的文化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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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对某一个社会所产生的突发性冲击可能会导致该社会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网络等方面产
生结构性的变化。①因此灾难本身也常常被看做是社会变迁中的转折点。对于北川而言，２００８年的汶
川大地震就是这样一个时空节点。在过去十年间，北川作为地震中损失最惨重的地区之一，曾获得极
高的曝光度，在中央和社会各界密切关注下的灾后重建也对北川民众的身份认同产生了深远影响。

“幸存者”是北川人一个重要的身份标签。他们首先是遭受了灾难的冲击和创伤，被迫离开生
息的家园，从原有的生活空间和场域中被剥离开来；之后居住在临时搭建的板房中，空间的高度集
中、资源的缺乏和生活的困苦都造成了人们的种种不适；最后，当异地重建的新北川县城完工后，

人们迁入新城，在陌生的环境中继续重建生活。在此期间，人们会不断地回想起、被询问到或者对
自己所处的地方和身份感到茫然恍惚。加之地震后高密度的报道和历年的回访，当地人一次又一
次被放到聚光灯下，面对媒体的凝视、救援者的关注和领导的慰问，他们对自己的认知也在发生改
变。当灾后紧急救援过去后，四面八方的人们也涌向灾区，他们既震惊于灾难给一个地方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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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伤害，同时也关心受灾地区人们的生活。因此，在对“我是谁”和“我在哪里”的不断追问中，北川

人的身份认同在长时间内经历着不断地改变和重塑。

“羌族”是很多受灾群体的另一个身份标签。地震发生几年后，“幸存者”身份逐渐淡去，而羌

族作为国家认定的少数民族身份持续存在，有时候甚至成为“幸存者”的替代表述。地震受灾地区

和羌族聚居区高度重合，因而对羌族文化的保护也是社会对于地震受灾区域的一个关注点。据羌

族研究专家李绍明记载，在２００８年５月至７月期间，举行了约１０个关于保护和传承羌族的文化的

相关会议①，可见政府和学术界对羌文化保护的重视。不久，２００８年６月，“羌年”成为了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并于２００９年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

年，“羌族沙朗”②由北川县申报成为了四川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广大羌族地区，萨朗成为

每到节庆活动必然出现的民族集体舞蹈，而地震所带来的社会重构也促进了萨朗在北川的普及、

传播和转变。

基于对北川灾后重建地区长达十年的关注，以及对本文所讨论北川羌族萨朗舞群体一年以上

连续的参与观察，本研究主要通过羌族民间传统舞蹈萨朗的变迁和在北川新县城的重构来考察北

川人所存在的身份焦虑。研究认为，灾难带来的社会剧变一方面加剧了北川人的身份焦虑，另一

方面异地重建也给了北川人一个机会，来重构其羌族文化继而强调其羌族身份的本真性。

“本真性”是讨论民族或民俗文化旅游的一个重要话题，在本文中，北川人羌族身份“本真性”

讨论是在文化展演的框架下展开。“文化展演（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一词常常被用于民族民俗文

化旅游语境中，指当地人在特定场合向外来者以及本地人表演其文化结构中的特别事项，如婚礼、

庙会、诗歌、戏剧、舞蹈、音乐剧等。③ 而本文中使用的意涵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向观者呈现地方

的文化，并与通过与观者的互动而对该文化事项进行再生产④；另一方面，将地方展演者之间、以及

北川人与外界的相关讨论看做是“社会戏剧（ｓｏｃｉａｌ　ｄｒａｍａ）”⑤，其中既呈现表演者和地方群体自身

的态度和认同，也造成了某些社会形态的转变。虽然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存在不少文化重构的现

象：除了羌族萨朗遍地开花，成为城镇居民的健身娱乐；“羌年”“瓦尔俄足”等节庆不仅成为全羌族

的文化节日，更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层层申报中成为了民族国家的文化表征；此外，羌绣２０１０年

进入上海世博会，２０１４年在ＡＰＥＣ峰会上被展示给各国政要，并且在震后十年间持续地经历着商

品化和产业化过程。上述每个文化事项的重构，都有着来自社会政治、经济的多方力量的参与，绝

不是单一动机的产物。然而无论面对怎样的表象，我们在考察的时候都应该谨记当前现象的历史

性和社会性因素，将文化展演背后所掩藏的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动机纳入到考察范畴，继而充分理

解文化展演的变迁动因，从而挖掘出现象背后的真实逻辑。在面对上述情况的时候，本研究希望

能够回答灾后重建地区人们的心理和态度如何通过文化展演进行呈现？当今羌族地区所流行的

萨朗如何成为现在的形态？跳萨朗对新北川民众又有着怎样的意义？

一、灾后重建中的文化展演和地方塑造

地方社会的灾后恢复不仅关乎基础设置和房屋的重建，同样，人们心理创伤的修复、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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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绍明：《汶川大地震后羌区文化重建问题》，《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９期。

萨朗是羌语ｓａｌａｎｇｗ的汉语音译，因此存在萨朗、沙朗和莎朗等不同写法。北川羌族自治县政府申报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时
使用的是“沙朗”，然而由于本文所讨论的萨朗协会坚持使用“萨朗”的写法，故后文统一使用“萨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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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建以及异地搬迁后地方感的生成等方面，都是地方恢复所涉及的主要内容。从学者们对于受
灾社区的文化考察中可以看出，文化展演是地方文化重建的一个重要手段。林勳男在考察日本

３１１地震及海啸后的受灾社区时发现，当灾后生活无法安定，房屋也还没重建之时，人们就已经开
始致力于恢复地方的民俗舞蹈；这样的活动不仅能够振奋精神，在灾后的困顿和慌乱中更是需要
通过文化活动来获得与灾前生活的连续性。① 容邵武对台湾９２１地震后南投南港村再造鹿神祭的
研究揭示出，文化展演不仅有疗伤止痛的作用，同时也是关于灾难的集体记忆的载体，人们在祈求
未来繁盛的同时致力于将关于灾难的叙述传递下去，以避免未来的灾害。② 在对卡克里娜飓风后
新奥尔良的研究中，学者发现音乐是灾后表达悲伤和释放情绪的方式，音乐家灾前的社交网络和
对地方的依恋也促使他们回到家乡，因此音乐产业的复苏也对城市的恢复有所促进。③ 同样在新
奥尔良，爵士葬礼（Ｊａｚｚ　ｆｕｎｅｒａｌ）的恢复和传承，也展示出文化延续性和创造性对于地方社会重建
的重要性，人们能够通过音乐去理解和消化灾难，而文化的凝聚力也让人们回到家乡参与重建。④

在今天推行民族文化旅游的地区的文化展演，常常被看做是基于政治和经济目的而对传统仪
式或民俗活动的“发明”，是一种可营造的脱离地方生活的场面，将地方民众的生活割裂为前台和
台后。当然，在北川呈现的萨朗展演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经济和政治的目的，但也不应该就此忽视
地方群众因为其身份焦虑而做出的努力。本文以羌族萨朗为切入点，基于地震后北川的两个文化
团体对羌族萨朗的习得、推广和改造，来考察人们如何通过展演羌族萨朗来强调其羌族身份的真
实性，从而解释大量的萨朗舞蹈展演对地方民众的意义和对社区的影响。

由于北川地处汉羌交汇的族群融合地区，这里人们的身份焦虑已经持续了几百年。王明珂的
研究指出：在王朝国家时期，北川青片河、白草河流域的人们为了避免在“一截骂一截”的污名化中
被叫做“蛮子”，都称自家为“湖广填四川”的后代；然而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当有政策倾向性的民
族政策出台以后，他们又“一截攀一截”地寻求羌族身份。⑤ 对于一个群体而言，身份的改变需要一
定时间才能实现。虽然北川在２００３年被正式批准成为羌族自治县，可是当人们提起羌族的时候，

通常指的是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的茂汶理三县。在羌族内部，阿坝州境内的羌族觉得北川大
部分地区汉化较深，因此对北川认同比较低，甚至阿坝州的羌族在面临外界关于文化真实性的谴
责时，也会转而指责北川，让处于羌族边缘地区的北川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⑥ 由此可见，两头为
难的身份让北川人有着更强烈的意愿通过建构羌族文化去重塑其羌族身份。

由于人们对于文化展演真实性的苛求，北川羌族身份的本真性问题常常成为当地文化讨论的
核心话题之一。“假羌族”这个标签三十余年来一直刺激着北川人的神经，而地震带来的关注又将
这种焦虑进一步放大。一方面，灾后重建加速了他们的“羌族化”过程；另一方面，汉族游客还是抱
怨在这里看不到“真”的或者“正宗”的羌族。在新北川，常常听到游客对北川人从文化展演到羌族
身份的否定。游客想要在这里看到羌族的“真实生活”，当北川所展现出来的真实生活和游客的日常
生活区别不大时，人们就会感到失望，因而会不断追寻更“真”的羌族。或者，除了谴责商业化对文化
本真性的影响，外来观察者应该有更多经验性的参与，学习用一种主位的、过程性的、比较性的视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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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１２），ｐｐ．７５－８７．
容邵武：《灾难的永恒回归：记忆政治与灾难反复的探讨》，《台湾人类学学刊》２０１１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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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ｗ　Ｏｒｌｅａｎｓ”，Ｐｏｐｕｌａｒ　Ｍｕｓ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ｏｌ．３３，Ｎｏ．２（２０１０），ｐｐ．１７９－２０２．
Ｎｉｃｋ　Ｓｐｉｔｚｅｒ，“Ｃｒｅｏ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Ｐｏｓｔｄｉｌｕｖｉａｎ　Ｎｅｗ　Ｏｒｌｅａｎｓ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ｉｎ　Ｂａｒｏｎ，Ｒｏｂｅｒｔ，

ａｎｄ　Ａｎａ　Ｃ．Ｃａｒａ（ｅｄｓ．），Ｃｒｅｏ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Ｊａｃｋｓ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Ｍｉｓｓｉｓｓｉｐｐｉ，２０１１．
王明珂：《中国民族与民族史》，《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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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新北川的现状。① 与此同时，在政府推动和自主学习中，跳萨朗成为更多新北川人掌握的技能，

萨朗也通过仪式节庆和广场舞活动更加深入地嵌入地方生活。萨朗展示从舞台性质的展演变成
了戈夫曼所讨论的“日常生活中的表演”，成为一种希望让别人形成对自己的某种印象的展演。②

二、从“锅庄”到“萨朗”

锅庄是在川青滇藏甘等地区流传的集体围圈跳的舞蹈。有学者认为“锅庄”是藏语中“卓”“果
卓”“贡卓”“卓羌”等词汇的汉语借音，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西康省的《理化县志稿》中时任县长的贺觉
非写到：“康人娱乐，歌舞一端而已。而理化歌词既简，舞式亦陋。康语曰‘捉抢＇，译言做‘跳锅庄

＇。”③张康林认为贺觉非写到的“捉抢”其实就是“卓羌”，而常用的“跳锅庄”的说法就是汉人描述在
锅庄中跳卓羌的行为。④ 张昌富在清史稿志中发现有一段记录：“……乾隆中，定金川，赐宴紫光
阁。其时所俘番童有习锅庄及甲斯鲁者，番神傩戏，亦命陈宴次，后以为常。”意指乾隆平定大小金
川后曾俘虏金川番童，让他们在凯旋宴中跳锅庄助兴。⑤ 可见，在清代乾隆时期“锅庄”就已经用以
指代康藏地区的集体舞蹈。

另外，曾文琼、杨嘉铭在锅庄组织的考略中所提到的“锅庄”既是康区的行政及商业组织，也可
以指代其集体跳舞的形式：“据阿桑约马锅庄女主人安静坤回忆，在她很小的时候，（约６０年以前）

已是民国时期，尽管明正土司早在‘改土归流＇时就已将印信收缴，土司制度已经基本解体，锅庄早
已不是明正土司的办事机构，隶属关系已经无形解除，但是每逢大年初一，各锅庄的男女主人都穿
上规定的服装去到明正衙门拜年，同时还要跳锅庄业的集体舞———锅庄，并敬献新年礼品，以表示
对‘甲布＇的尊敬和顺诚，感激‘甲布＇对锅庄的恩泽。据说这个规矩在锅庄初兴时就已经形成，到民
国时期已有数百年的历史。”⑥１９４７年，刘家驹在康藏地区考察时所见：“锅庄之词，每首有四句、八
句、十二句、十六句之别，一唱一和，接连不断，常见一般酬和者，能从傍晚直至天晓，且无一首重
复，舞时别男女为两队，或分上下村，携手环舞，互相搭抱；排头先唱，群即依词而和，弓腰漫步，回
绕场周，凡值祀神、乡会、结婚、年节，必集圆而舞，以表庆祝，词多口传，无专书行世，行康藏滇青
者，随时可以遇着锅庄的集会，此为边胞普遍之集团娱乐。”⑦

嘉绒藏族的锅庄有大锅庄和小锅庄之分，大锅庄题材以崇敬和歌颂为主，形式庄重具有礼仪
性质，而小锅庄更为欢快活泼形式多变，锅庄活动中多以大锅庄为起始，到中途气氛热烈时才跳小
锅庄。⑧ 徐学书认为羌族舞蹈和嘉绒藏族的小锅庄类似，因为今天的羌族和嘉绒藏族的共同的祖
先———石棺葬戈人，有些舞曲如“牵多”“纳那哩西莫”和“若英波”在两个群体中都有流行。⑨ 而近
年关于藏羌歌舞的研究也认为：羌族的舞蹈形式、动态特征与卫藏的“果谐”、嘉绒藏族的“达尔嘎
底”有很多相似。瑏瑠 王明珂也曾提及“锅庄”更多是从嘉绒与黑水等地区传入的歌舞，后来在阿坝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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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的自我表演》，徐江敏译，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贺氏《理化县志稿》存重庆图书馆，１９７９年曾由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馆翻印。”参见张康林：《“锅庄”舞种名称考释》，《西
藏艺术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３期。

张康林：《“锅庄”舞种名称考释》，《西藏艺术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３期。

张昌富：《清史稿中有关嘉绒音乐舞蹈的记载》，《西藏艺术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３期。

曾文琼、杨嘉铭：《打箭炉锅庄考略》，《西藏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４期。

刘家驹译注：《康藏锅庄（康藏歌谣之二）》，《国防月刊》１９４７年第１期。

张康林：《“锅庄”舞种名称考释》，《西藏艺术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３期。

徐学书：《嘉绒藏族“锅庄”与羌族“锅庄”关系初探》，《西藏艺术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３期。

毛欢：《藏羌走廊下羌族“萨朗”舞蹈的形成与发展研究》，西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７年。



各级政府的倡导下推广到民间，此前有些羌族地区有自己的民间舞蹈，却不是现在锅庄和萨朗
的形态。①

民族识别几十年来，被划归为藏族或羌族的群体都对自己的民族身份产生了更深的认同。不
过，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藏羌交汇地区，人们在习俗和文化方面并没有明确的族群意识，也并
不在意哪些习俗属于藏族，或哪些又属于羌族。十余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申报和国家权威的认定，使得民俗、节庆、音乐、舞蹈都与其申报地方不可避免地紧密联系
起来。２００６年，云南迪庆、西藏昌都和青海玉树共同申报的“锅庄舞”被列入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因此锅庄被更加明确地看作是藏族的传统民间舞蹈。倘若要申报羌族的民间
舞蹈，很难再使用“锅庄”一词。鉴于此，羌族需要一个专有词汇来指称羌族的传统民间舞蹈，便出
现了“萨朗”替代“锅庄”的标准化过程。这样的表述一方面区分开了羌族和藏族的文化，另一方面
又模糊了羌族内部的差别。由于所在地理位置和环境的差异，各地区羌族群体的舞蹈也各有其特
色，有研究者将羌族舞蹈大致划分为以茂县地区为代表的“萨朗”、汶川地区的“席布漱”以及理县
地区的“哟初步”②，今天都常常被放到广义的“萨朗”名称下。此外，陈兴龙按照功能将萨朗划分为
喜庆萨朗、忧事萨朗、礼仪萨朗、祭祀萨朗和集会萨朗③，上述分类基本包涵了所有的羌族传统歌舞
形式。

综上所述，“锅庄”是多用于形容藏族民间集体舞蹈的汉语词汇，一度成为藏羌地区民族民间
舞蹈的统称。进入２１世纪后，羌族群体有了更明确的族群意识，也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请需
要强调民族和传承地区，一些地方政府开始推行“羌族萨朗”的提法以区别于“藏族锅庄”。虽然羌
区很多老百姓依然习惯用“锅庄”来指代聚众集体跳舞，而学者和政府却更倾向于用“萨朗”。

（一）羌族萨朗的表述
从文字资料和音像制品的名称也可以管窥“萨朗”和“锅庄”的区分的过程。１９９５年前后，阿坝

藏族羌族自治州制作了一张《藏羌锅庄》专辑，在名称上并未将藏族和羌族舞蹈进行区分。１９９８至

１９９９年，四川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合作在四川理县桃坪开展羌族社会历史调查，在描述当地舞蹈分
类时也依然采用锅庄的提法。２００４年，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分别出版了《藏族流行锅庄》和《羌族
流行锅庄》两张专辑，既为了搜集、整理并更广地传播锅庄，也想分别打造马尔康的嘉绒锅庄节和
茂县的尔玛羌族文化旅游，虽依然使用“锅庄”一词，却将藏族和羌族舞蹈区别了开来。北川羌族
自治县于２００３年制作出版了音像专辑《羌魂》，其中第一首曲子《嘞嘿萨朗》开始处有一段字幕写
道：“羌语‘沙朗＇意即又歌又舞，是羌族人民在喜庆日子里表演的一种自娱性的歌舞形式，沙朗舞曲
主要用来为舞蹈伴唱，情绪热烈、自然、欢乐。”可见当时北川官方已经开始使用“沙朗”一词，但并
不是用于统称所有羌族集体舞蹈。到了２００７年，在阿坝州茂县制作的《羌族萨朗》光碟中，“萨朗”

已经被正式用于称呼羌族的集体舞蹈形式。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上进行搜索，所有使用“羌族
萨朗”的文章全是在２００７年以后出现。在此前的文字材料中“萨朗”只是羌族北部方言区中的词，

几乎见不到“羌族”和“萨朗”连接在一起作为一个专门词汇所使用。汶川地震后，２００９年的第二批
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便出现了羌族沙朗的名字，申报地是北川羌族自治县。之后，茂县
于２０１３年再次新编排了《羌族萨朗》十二首发行推广。虽然文化精英不断强调萨朗的羌族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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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王明珂在茂县牛尾巴寨访谈到的当地老人说：“以前我们跳的是尼萨，尼萨日北，就是不跳脚，只是转圈圈。你唱一段，我唱一
段，像对诗一样，跳舞根据跳那个。解放过后，他们参加工作的带回来的（锅庄）；以前不兴跳，不会。沙朗的歌词，锅庄的意思不
晓得，尼萨的意思知道。沙朗原来不是强足足，只是现在进化了，一些文人吧，编出来的。尼萨有，过年有过年的内容，全部都是
羌族语言来对的（按：来唱出的）。”参见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第２９０－２９１
页。

罗铭：《羌族萨朗舞蹈形态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１年。

陈兴龙：《羌族萨朗的价值及保护和利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年第２期。



然而在民众中对“羌萨朗”和“羌锅庄”的认同差别并不大，甚至在某些地方对“羌锅庄”的认同
更高。①

（二）音乐锅庄的影响
锅庄的功能和意义在现代性影响下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改变，“跳锅庄”原本只是民众生活的

一部分，而今成为具有宣传和展示意义的“锅庄舞”。② 音像制品的出版，在更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

跳锅庄的方式，使之更为普遍并且逐渐统一。原本羌族山寨中的萨朗没有乐器伴奏，由参与跳舞
的人自行演唱，跳舞的节奏通过歌唱和顿足来确定，同一个曲子在不同地区的唱跳方式也略有不

同。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从磁带到光碟等音像制品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流传开来，各民族地区的

文化机构也开始制作体现民族特色的音像制品，其中包括人们最喜闻乐见的锅庄舞曲，被称之为
“音乐锅庄”。人们不再需要等到集体聚会，只用在自家电视上就能观看和学习。比安德森所强调

的印刷术的更进一步的电子媒体通过音乐和舞蹈的符号，生产并再生产着关于羌族的想象。

音乐光碟、电视，包括现在的网络视频等的传播技术，使得居住在不同地区的羌族人得以见到其

他的羌族的舞蹈形式，听到其他的锅庄音乐，他们通过音乐锅庄的连接，更深切地意识到了其他羌族
“可见之不可见”的存在。③ 而各地的锅庄在被表演和录制之时，其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就已经被固定
下来。当视频或光碟流传开来，人们就可能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跟着视频学习被记录下来的

确定形态的锅庄。同时，经过精英们选择，被认为是最具代表性的锅庄得以被录制从而获得最大

可能的传播，而其他更为地方或者不受重视的锅庄形态就可能消失或者被更流行的舞蹈形态所
覆盖。

三、萨朗在新北川的重构

汶川地震之后，羌族及其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保护和关注，而受灾各地以旅游为导向的重建

方案也是建立在羌族文化的基础上。如何发掘利用羌族文化以及如何保护民族文化遗产成为了

一个一体两面的问题。然而，在十年的灾后重建中，大规模的羌族文化“遗产化”和重新发明不仅
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其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也是地方民众所追求的目标；对某些羌族地区而言，这

样的发展模式将人们的日常生活表演化，将更真实的生活起居隐藏到了幕后。④ 可对北川而言，这

却成了又一个学习、模仿、内化甚至重构某些已经在北川消失的羌族文化的机会。

在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影响下，音像制品、媒体、网络的大量使用和大规模的人员流动中，羌族

萨朗也离开其原初的情境，不断地在符号化以及专业化过程中经历着脱域和再嵌入过程。上文历

时性地简述了羌族民族民间舞蹈从“锅庄”成为“萨朗”的话语形成过程，下面更多探讨地方的主
体，以及话语背后的原因及不同主体间的竞争。主要讲述北川民族艺术团和北川萨朗协会这两个

演艺团体重构萨朗的努力。
（一）“传统式”萨朗⑤

北川羌族自治县民族艺术团是地震后北川县内最主要的文艺演出团队，既面向前来北川慰问

考察的社会各界人士进行演出，也到各个乡镇和安置点开展慰问演出，承担地方政府“送文化下
乡”的部分工作，还代表北川接受全国各处邀请进行访问演出，可以说是北川羌族文化展演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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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叶笛：《“传统”的僭越与“发明”的边界：羌族舞蹈文本的嬗变》，《艺术百家》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李菲：《族群遗产的现代变迁：基于嘉绒跳锅庄的田野考察》，《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美］班纳迪克·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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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Ｗｅｎｃｈｕａ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Ｃｈｉｎａ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３１，Ｎｏ．３（２０１７），ｐｐ．３４９－３７０．
下文中“传统式萨朗”和“新式萨朗”的提法也都只是相对而言，“传统式萨朗”是北川民族艺术团面对萨朗协会所改造的“新式萨
朗”时，强调自身对“传统”萨朗的传承。



代言人。

艺术团是以北川县青片乡人为主体建立起来的文艺组织。青片乡地处北川县最西北端，与阿
坝州的茂县和松潘接壤，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才通公路，保留的羌族文化比北川境内其他地方较为
丰富，羌族文化传承也相对稳定。① 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年代北川文化部门曾在青片乡大量考察采集羌族
歌舞、歌谣、民俗，成为北川羌族文化发展的基础。艺术团于２００８年地震后在山东威海市的帮扶下
成立，以保护传承羌族文化为目标。成立之初，团队成员大多是从北川青片河流域各乡镇以及茂
县、理县等地区招募而来的年轻人，没受过专业艺术训练，只是凭着在大山里练就的好嗓子以及在
寨子里学会的歌舞开展演艺活动。２０１０年底，北川新县城交付使用，艺术团也进驻新北川。到

２０１３年艺术团已是小有规模，有演职人员近百人，最初招募的演员在几年磨砺后逐渐成为了团里
的业务骨干，也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转向了技术性或者幕后工作。新招募的演员中有不少是在职
业中学受过歌舞训练的来自阿坝州的年轻人。另外还有一批从阿坝州的羌寨中招募的中年人，被
称为“原生态”演员。他们掌握着在寨子中流传，没有或较少经过艺术加工的羌族歌舞，其舞台展
演的节目也是口弦、多声部民歌等更具“原生态”特色的内容。团里羌族演员之间大多习俗相通，

相处融洽，最大的区别就是青片的羌族不会讲羌语，而阿坝的很多羌族演员能讲羌语。另外，团中
还有几位藏族演员来自小金、金川、红原等地区，大多会讲藏语，对于藏族身份和文化十分认同。

演员们在北川新县城向游客和本地居民展演羌族文化，他们颇具民族气质的造型在这里的舞台上
成为了被观看和凝视的身体资本（ｂｏｄｉｌ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②；而他们的籍贯和自身对羌族传统的了解，也成
为了助阵北川旅游的文化资本。

艺术团最为常规的演出是每日的萨朗展示和每晚“羌城之夜”露天茶座的舞台展演。晚上七
点左右，新北川中心的禹王广场上的萨朗音乐响起，演员们围着篝火跳起萨朗，本地居民和游客也
参与其中。这是政府购买的羌族文化展演服务，展演对象是游客和新北川居民。以萨朗作为开
场，也是茶座招揽顾客、活跃气氛的最佳方式。这里跳的萨朗大多都是音乐伴奏，主要使用的是北
川县制作的《羌魂》专辑。艺术团的演员们曾经也喜欢播放《藏羌锅庄》《吉祥甘孜》里的音乐，因此
受到了北川萨朗协会和一些游客的批评，认为他们使用藏族锅庄音乐无法体现北川羌族自治县的
独特性。后来羌城之夜便很少播放藏族的音乐锅庄。此外，羌城之夜每天的正式演出还是以羌族
和藏族歌舞为主。在艺术团的演员看来，阿坝州的藏族和羌族地理环境相邻，文化习俗相近，也互
有通婚往来，多少有着“藏羌一家”的心理认同。由于藏族演员的存在，艺术团的管理层在很长时
间内也并没有刻意区别藏羌。直到他们受到北川萨朗协会的谴责，才有了主动强调羌民族特色的
意识。

艺术团所跳萨朗之中既有来自于音乐光碟、网络视频的曲目，也有来自于羌区各地“原生态演
员”的传授，还有从各个羌族地区采风搜集而来的内容。这些歌舞从羌族的寨子和坝场来到了新
北川的音乐广场；舞者不再是村中男女老幼，而是新北川演员、居民和游客；舞蹈的内容也不仅仅
是某个寨子所特有，艺术团的资深演员可以唱跳上百首不同地区的羌族萨朗。原本流传在羌区山
寨的歌舞离开了其原来的语境，在新北川以文化展演和广场舞的形式被重新嵌入到地方之中。虽
然在北川被教授的萨朗已不再区分是流传于哪个区域的舞蹈，相对于萨朗协会所改造的“新式”萨
朗，艺术团还是不断强调其传播的萨朗的“传统”特征。

（二）“新式”萨朗
地震后社会对羌族文化的关注和受灾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双重作用下，形成了一批地方的

羌族文化明星，他们因为擅长萨朗、羌笛、口弦、羌绣等文化活动，被民众所熟知，被政府认可，被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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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塑造。这批明星中就有木夕和他建立的萨朗协会。

萨朗协会是新北川另一个以传承和发扬羌族文化为己任的演出团体，同样创建于２００８年地震
后。在灾后的低迷中，人们在板房中通过舞蹈来振奋精神。慢慢地爱好者们越来越多地聚集在一
起，并于２０１３年正式在北川民政局注册成为非盈利社会组织。

会长木夕是萨朗协会的创立者，协会中绝大多数人的萨朗都是跟他所学。木夕虽然是出生于
北川境内的羌族，却是在离家上大学之后才对自己的羌族身份产生自觉。在成都上大学的时候，

他被同学质疑其羌族身份，因此痛下决心学习羌族相关知识，从此以传播羌族文化为己任。大学
毕业后，木夕考上了阿坝州的公务员，常常跟随当地民众学习跳萨朗。２００８年初，木夕调回北川县
工作，也刚好在北川亲历了大地震。从死里逃生到积极参与救援，再到震后带领人们跳萨朗，最后
在保护羌文化的热潮中以传承传播羌族文化而闻名。木夕的出现有其必然也有其偶然。一方面，

北川在地震中损失了一大批地方文化精英，木夕被地方政府看做是地方文化新一代的代表人物，

更因为其大学毕业生和公务员的身份对他寄予厚望。另一方面，木夕对于羌族文化的高度热情无
私投入使其具有“卡里斯马”的特质，吸引了一批羌族文化爱好者。

在新迁入的北川县城中，萨朗协会作为一个爱好者群体同时也是人们适应新环境的社交空
间。协会最主要的活动，便是聚集起来跳萨朗。萨朗协会的成员大多数都是业余爱好者，很多人
都有日常工作，通常在晚间和假期聚集起来跳萨朗。成员中既有大专院校的学生也有退休人员，

有政府公务员也有家庭主妇，有羌族也有汉族。协会不在意成员民族身份，只强调对羌族萨朗的
爱好。羌族成员通过对萨朗的学习，不断提高他们的族群认同，同时不少汉族成员也能熟练掌握
多首羌族萨朗的唱跳，并记住繁复且不知含义的羌语唱词。在萨朗协会的场域中，汉族和羌族并
无二致。

地震后北川受到了各界媒体的关注，木夕也站上了更大的舞台。２００９年参加了中央电视台
“非常６＋１”节目，２０１０年参演了纪录片《尔玛人的呼唤》，２０１１年又参演了峨眉电影制片厂的电影
《羌笛悠悠》。此外，木夕还一度在北川电视台《舞动羌山》栏目上教人们跳萨朗。地震后，木夕从
一个羌族文化的追随者成为了引领者，媒体和知名度赋权于他，让他有了更多自信能够去表达他
对于羌族文化的理解，并开始对羌族萨朗进行改造。

从２００８年到２０１４年的几年间，木夕一直致力于向更广的人群传播羌族萨朗。在传播和推广
的过程中，木夕及其协会成员越来越意识到以前的萨朗传习方式太随意，只是人们跟着会跳的人
自行学习，于是他们开始思考如何让人们更快学会萨朗，并且试图将萨朗的动作规范化。基于这
样的目的，木夕将羌区流行的各种音乐锅庄专辑进行整理并梳理其意义，选出１６首曲子，由简到难
重新排序，编成了一套《精编羌族萨朗全集》，后重新命名为《禹羌神韵》。不久，北川教育体育局发
起制作了一套《北川羌族健身萨朗》，木夕也参与了编排工作。地方政府意在发展群众体育的同
时，在健身操中加入羌族萨朗，使其更加具有羌族地方特色，推广成为全县中小学生的课间操。

木夕逐渐开始强调，传统的羌族萨朗应该像现代舞蹈和健身操一样分解成单独的动作进行传
授。在萨朗协会内部，木夕不仅要求自己的成员能够熟练跳萨朗，他还非常在意成员传授萨朗的
能力。他在自己的徒弟中间选出了一批能够熟练跳萨朗的人，并用羌语“苏木”（Ｓｕｍ，即老师）来称
呼他们，认证其传授羌族萨朗的资格。在萨朗协会有了《禹羌神韵》和《北川羌族健身萨朗》两个成
果之后，更多人请他们到各个社区、学校和各个单位去传习萨朗。

（三）关于萨朗的话语争夺
艺术团和萨朗协会无疑都参与到了整个羌族地区关于“萨朗”作为现代羌族文化表征的话语

建构过程中。虽然这两个团体都是以传承和弘扬羌族文化为目标，却相互诟病。以木夕为首的萨
朗协会成员常常谴责艺术团在北川展演藏族歌舞，不区分藏族锅庄和羌族萨朗，无法体现北川的
羌族自治县风貌。反之，艺术团来自各个阿坝州及北川青片的羌族演员也不能认同木夕改造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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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朗。

虽然木夕批评艺术团藏羌不分，然而他自身区分藏族和羌族文化事项的观点也是在地震后才

逐渐形成。木夕在大学期间还和朋友一起创办了藏羌文化社，然而到地震后他编制《羌族萨朗舞
曲精编全集》的时候，就有了更明确的强调羌族特色的意识。该专辑包括１６首曲子，其中６首来自

阿坝州黑水县的《黑水锅庄》，５首来自阿坝州出版的《羌藏锅庄》，另５首来自阿坝州２００７年出版

的《羌族萨朗》，并没有选取羌区十分流行的《吉祥甘孜》和《那曲锅庄》的曲目。此后木夕更是旗帜
鲜明地强调羌族萨朗应该和藏族锅庄区别开来。

在日常展演中代表着北川羌族的艺术团成员看来，他们比木夕有更多的合法性去教授人们萨

朗。由于艺术团演员大多是在羌族山村中长大，在寨子里就跟着长辈学跳锅庄，到了艺术团之后
又学习了很多其他萨朗。因此，演员常常觉得木夕并不比自己资深，却试图改造并创新萨朗，甚至

高调地自立门派，强调自己是在传承发扬萨朗。

双方互相谴责对方所展演和教授的萨朗不纯正，却都认为自己才是真正传播羌族萨朗的人。

正如特纳所说，有时候人们的行为展示的是潜在的意愿和目的，在北川，潜在的社会过程通过两个

群体外显的文化展演呈现出来，变成了一场公开的社会戏剧。①

艺术团和萨朗协会的本真性之争在某种程度上也展示出了“羌在汉藏之间”的状态。来自茂

汶理的羌族演员因为其家乡和藏族聚居地文化融合较深，并没有要和藏族区分开来的急切意愿。

同时也由于他们中很多人来自羌族的核心区域，其身份从未被质疑过，因此也没有羌族本真性的
焦虑。而北川地处羌区的最东部边缘，和汉族有着更多的交流和融合，就算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被重

新识别为羌族之后，也常常被质疑是“假羌族”。而地震后在不断地被凝视和报道的过程中，他们

的羌族身份意识更加强化。因此，木夕才急切想要生产一个更有羌族特色的、不依附于藏族的文
化，甚至是北川地方的羌族文化。与此同时，以艺术团团长为代表的北川青片羌族又处于两者之

间的状态。一方面他们被认为是北川羌文化的代表和传承者，另一方面又因为羌语和仪式专家的
消失被阿坝州的一些羌族所质疑，因而也试图追求更多的羌族本真性。他们挣扎着和藏族区分开

来的同时，又不断在学习其他羌族地区的传统文化。因此，在这样不断地学习和改造中，羌族文化

以一种复合混生的形态在北川展现出来。

四、结论：文化混生和身份诉求

媒体常常将灾难和重生联系起来，这背后既隐含有涅槃的“灭”又暗示有流转的“生”。无论对

国家还是对地方民众而言，灾难的破坏之后势必意味着修复和重塑，灾后重建过程中国家的政权
建设和城镇化计划都被不同程度地讨论②，而地方社会在长时间重建中的能动性却并不多见。

北川人对于身份的焦虑从王朝国家时期就已经产生，从害怕被人骂做“蛮子”到反感被人称为
“假羌族”，无论是攀附汉人还是羌族，在功利因素之外，社会大背景的变化才是促成他们行为的主

要原因，是基于国家针对少数民族的不同政策和态度的反应。灾难所带来的巨变和凝视，在媒体

的塑造和放大中，受灾地区的民众不仅被呈现为刻板印象中的“典范羌族”的样子，同时在资源的
吸引下，人们也更多去迎合媒体所塑造出来的形象。③ 灾难导致北川人不得不去面对和思考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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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份。在国家对于羌族文化保护和非遗旅游的热潮之中，弘扬羌族文化不仅可以在发展旅游的
同时促进地方恢复，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机会让北川人更坦然地宣称自己羌族的身份，从而减少被
人质疑为“假羌族”的焦虑。

这种新维度的本真性不再强调拯救历史，而是更在意人们感受的真实性，是一种“在当地所呈
现的现在成为未来（ａ　ｌｏｃａｌ　ｐｒｅｓｅｎｔ－ｂｅｃｏｍｉｎｇ－ｆｕｔｕｒｅ）”①。羌族萨朗在北川的重构和再生产，可
以被看做是北川人在震后的不安中对自己身份的再设置。人们在跳萨朗的时候经由多重媒介来
理解自己的羌族身份，通过观看或者亲身的实践以不断强化听觉、视觉和身体上对于羌族萨朗的
感知，将“跳萨朗”这种行为变成一种惯习，通过身体化来将其内化于心。除了学习和理解萨朗，这
也可以看做是反身性（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ｉｔｙ）被塑造的过程，即人们在参与跳萨朗或者观看别人跳萨朗的过程
中也更加理解自己的身份，其自身地位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② 这种惯习产生于
原有的羌族文化的知识结构和北川羌族所处的相对边缘的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却又通过跳萨朗的
行为将羌族的思维和感知存储到更多人的身上。与此同时，人们在参与“跳萨朗”的实践中依据其
自身的需求而进行改造，从而对萨朗乃至羌族文化进行再生产。一部分北川人在参与跳萨朗的时
候虔诚相信自己所扮演的羌族角色，进入一种自然过程：在被识别成为羌族以后，更是在灾后重建
中通过跳萨朗来力图实现所期盼的“自我角色”③———即他们所认为的更真实的羌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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